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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是 17 世纪末期至 20 世
纪初期跨越亚欧大陆的一条重要国际
商道，途经今天的闽、赣、皖、湘、
鄂、豫、晋、冀、内蒙古等国内九省
（自治区），在当时的中俄边境城市恰
克图进入俄国，并从俄国西伯利亚延
伸到圣彼得堡，是中国南方各产茶区
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之
间以茶叶贸易为主的水陆混合交通
路线。

万里茶道的兴起与衰落

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
北京，拉开了茶叶从中国直接销往俄
国的序幕。最初俄国商人从北京等地
购买茶叶，交易量十分有限。1689年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
万里茶道的开启。1728年，根据中俄
《恰克图界约》规定，在恰克图开市
贸易。之前经营北方边茶贸易的晋商
抓住历史性机遇，开始从南方茶源地
采购茶叶运到恰克图。恰克图迅速成
为中俄茶叶贸易集散地，万里茶道的
运销线路正式形成。

历史上万里茶道最长的线路是从
武夷山出发的运输主线路，即从福建
崇安下梅等地出发过分水关，入江西
铅山县河口镇，然后顺信江下鄱阳
湖，穿湖过九江，溯长江至汉口，转
汉水至樊城，北上经河南赊旗（今社
旗县城所在地）进入山西，再运至张
家口，出关后驮运向北，经库伦运至
恰克图，然后进入俄国，经过伊尔库
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直到莫斯
科、圣彼得堡等地。其他茶源地的茶
叶也通过水路汇聚汉口后进入万里茶
道主线，共同构成今天中蒙俄联合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线路。

除了以上主线外，还有两条运输
线路：一是茶源地—汉口—上海—天
津—张家口—恰克图线，在1861年汉
口开埠后形成，是在汉口直接经营茶
叶的俄商贩运茶叶回国的主要路线，
在汉口以南和张家口以北仍然走传统
线路；二是茶源地—汉口—上海—海

参崴线，再经（1904 年初步通车的）
西伯利亚铁路运销俄国各地。1906年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此条主线逐渐
失去作用，1911年停止运茶。20世纪
20年代，存续 200多年的万里茶道完
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万里茶道的五个特征

万里茶道作为贯通中国南北、跨
越亚欧大陆的国际贸易通道，是当时
欧亚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内陆商道，具
有如下鲜明特征。

线路穿越的复杂多样性。万里茶
道从中国南部茶区出发，自南至北几
乎贯通中国全境，进入今天的蒙古国
和俄罗斯，最长穿越 14000 多公里。
跨越了亚热带、北温带、寒带等多种
气候带，从南方湿润地区到半干旱、
干旱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从南
方山地，经过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
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戈壁沙
漠、西伯利亚平原、东欧平原等多个
地理单元，跨越多种地形地貌。万里
茶道将南方山地复合经济文化区、南
方稻作经济文化区、北方旱作经济文
化区、畜牧经济文化区和西方工业经
济文化区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串联起
来。这一洲际贸易线路覆盖地域之广
阔、线路之漫长、穿越地形地貌和气
候类型之复杂、连接经济文化类型之
多样，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线路起点多源、中心突出。万里
茶道的起点包括武夷山茶区、黄山祁
红茶区、雪峰山黑茶区、武陵山东缘
宜红茶区、幕阜山两侧的羊楼洞茶区
和宁红茶区等众多茶源地。各茶源地
的茶叶经由山间茶道及长江水系各支
流，汇聚到万里茶道上最大的茶叶集
散地汉口，然后汇入万里茶道主线。
从汉口出发的茶叶通过多条运输线路
再次汇聚到另一个集散中心——当时
的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然后分别运
往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
地区。

线路总体呈放射状分布。一是在
初级市场以集散地为中心的运输线路
向四周辐射。如宜红茶集散地渔洋
关，接纳石门、鹤峰、长阳等地的茶
叶。二是在中级市场以汉口为中心向
四周辐射。茶叶从各茶源地的集散中
心出发分别从东南部、南部、西南
部、西部几个方向沿水陆交通汇聚汉
口，然后又以汉口为起点分别向西北

方、北方、东北方、东方运往各地。
三是以主线节点市镇为中心向不同方
向延伸出多条运输线路。如茶叶运到
樊城后，一路向东北经赊店、洛阳，
过黄河，继续沿主线前进；另一路往
西北经老河口、西峡走丝绸之路古
道，抵达中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和
俄国。

多维一体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
以茶为主体，同时衍生出多维社会功
能。一方面，围绕环环相扣的茶叶生
产、运输、贸易和消费的产业链条展
开，不仅衍生出与茶叶运销相关的各
类服务产业，而且茶道上还运销内地
的布匹、粮食、手工业品和来自北方
的畜产品、皮毛、药材以及欧洲的工
业产品。另一方面，万里茶道将南方
和中原的生活习俗、信仰礼仪、文化
艺术、思想观念传播到北方及俄国，
也将俄国及蒙古高原的生活习俗和文
化传播到中国内地。

活态存在的文化线路。作为文化
线路遗产，万里茶道部分功能仍然活
态存在。一是生产经营的活态延续，
从前的古茶园仍在种植、采摘茶叶；
茶源地一些山间古茶道、桥梁、码
头、商业街区等仍在正常使用；历史
上一些知名老茶厂从未停止生产运
营。二是品牌和生产工艺代代相传，
武夷红茶、宜红茶等历史名茶至今畅
销，历史时期形成的制茶工艺传承有
序，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风味。三是万
里茶道历史上形成的茶文化枝繁叶
茂，如安化《十二月采茶歌》《鹞子
尖茶引》还在传唱，鹤峰的四道茶礼
俗仍旧在民间保留，是活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万里茶道的历史作用

万里茶道在历史上将中国南北市
场融为一体，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和
国内大市场的形成。万里茶道茶叶运
销促使南方山区茶源地改变了传统的
种植模式，大量农业人口投身到茶叶
生产和加工中，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经
济，其生产的茶叶直接参与国际贸
易，成为商品生产者。茶叶生产吸收
了大量妇女儿童就业，给当地百姓提
供了就业机会。在茶叶生产、运输、
贸易的线路上，促进了福建下梅、星
村，江西河口、九江，湖南黄沙坪、
唐家观、羊楼司、宜沙，湖北羊楼
洞、渔洋关、陆城、襄阳，河南赊

旗、洛阳，山西长治、祁县、太原、
大同、杀虎口，河北张家口，内蒙古
归化、多伦、二连浩特、包头等市镇
的形成或繁荣。同时衍生出诸多与茶
叶相关的产业，如手工作坊、客栈、
饮食店、钱庄、当铺、药房、米店、
镖局、戏班等，为百姓就业提供了多
元选择。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
结南北各地、水陆并用的国内大通
道，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纽带，实现南北各地区、各民族的生
计互补和互通有无。茶源地种植、加
工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向北运送，满
足了北方各民族的生活之需，也实现
了南方各民族茶叶生产的经济价值。
对于南方山地茶农来说，茶叶是换取
粮食和日常生活物资的特产；而对于
北方游牧民族来说，茶叶是必备的生
活资料。唐代以后，南方茶叶逐步成
为西北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饮品，如
安化和羊楼洞黑茶压制的砖茶，曾是
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
此外，中原和南方各民族也需要把茶
叶销售到北方，换回马匹、牛羊肉、
皮毛、山货等，以满足中原和南方农
耕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所需。茶叶是南
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茶
叶贸易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互信，加
强了各民族的认同和团结，因此，万
里茶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纽带。

万里茶道不仅是贸易往来通道，
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古
老的中国茶文化与各国历史文化相结
合，衍生出世界各地独具特色的茶文
化。17世纪，茶叶传至俄国。到18世
纪，饮茶之风遍及俄国社会各阶层，
茶叶进入居民生活必需品之列。俄国
人在茶水中加入糖、柠檬、牛奶、乳
皮、香草等辅料，形成独特的俄国茶
文化。1778年，利西岑开办了俄国第
一家茶炊制造工厂。从此，精美的茶
炊成为俄国茶文化和俄国人日常生活
的一个标志。茶文化也逐渐融入俄国
文学、艺术、礼仪和生活之中，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浪漫的休闲情怀、精致
典雅的生活态度，大大提升了人们的
文化生活品位。欧洲工业文明成果也
经万里茶道传入中国，达到了中西方
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效果。因此，
茶叶扮演着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使者
角色，万里茶道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和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共和国军垦第一城”石河子坐
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天山
中段支脉北阳山北麓，北疆第一大河
玛纳斯河的西岸，因所傍河流干涸、
河底石头裸露而得名。历史上，这里
不仅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区
域，也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交通衢
地，更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重要纽带，在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政府对
石河子地区的治理

秦汉之际，乌孙游牧政权控制了
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石河子位于
其辖地的东境。西汉中央政府设置西
域都护府以后，“都护督察乌孙、康
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
安辑之；可击，击之”。至魏晋南北
朝时期，中原政局动荡，柔然和高车
等游牧势力活跃于此。北周时期，突
厥叶护室点密管辖此地。隋朝时期，
石河子归属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

唐朝初年，中央政权统一西域，
逐渐强化对西域的治理。648 年，西
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降附于唐朝，石
河子连同西突厥所治大片疆土归属于
唐。651 年，阿史那贺鲁谋反叛唐。
唐将苏定方痛击阿史那贺鲁，并于
658年彻底平定叛乱，石河子复归于
唐朝管辖。中央政府先后设置安西都
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管辖包括天山以
北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武周时期，
北庭都护府于今石河子一带置镇城
镇，派遣军民在此屯驻。唐玄宗天宝
年间，为进一步加强天山北麓军防，
析北庭都护府轮台县置清海军于此，
同时改镇城镇为清海镇。据《元和郡
县图志》记载：“清海军，在 （庭）
州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
改名清海军。”

宋元之际，西域局势动荡，政权
更迭频繁，西辽、察合台等相继统辖
天山以北地区。元朝曾先后设置宣慰
司和北庭都元帅府管辖天山北路事
务。明朝时期，石河子属蒙兀儿汗
国。15 世纪前期，卫拉特部逐渐控
制准噶尔盆地，石河子一带成为其下
辖的一处游牧区。清朝统一西域以
后，天山北路成为其开发建设的重点
区域。 1778 年，清政府在玛纳斯河
东岸设置绥来县，石河子发展成为绥
来县城西约 30 里的一个乡镇。1884
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对省辖
各县的乡村统一编制，石河子被划归
绥来县西乡下辖的石河子庄。据《新
疆图志》记载：“（石河子）汉、回
铺户五十余家，回民礼拜寺一处。附
近村庄相属，为绥邑第一乡镇。”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纽带

多元治理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早在史前时期，石河子一带就成
为不同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考古人员
在玛纳斯河畔十户窑村清理出土 120
余座墓葬，遗存年代跨越青铜、早期
铁器和唐朝等三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出土的女性装饰物——臂钏，其开合
式的设计以及旋转锥形装饰具有鲜明
的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于
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特征。这说明
石河子一带自远古时起就是人类多元
文明的交汇之地。不同的历史时期，
石河子一带先后处于乌孙、突厥、唐
朝、西辽、察合台、元朝、清朝等政
权的统治或影响之下，游牧文明与农
耕文明在此地得以深度融合发展，进
一步在此催生出璀璨而丰富的多元文
化，这里一度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
要衢。

中央统辖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的屯垦政
策，不但促进了新疆的稳定发展，还
使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相当
高度。西汉时期，中央政权为了应对
西北边疆经略中用兵与军需问题，开
始在新疆践行“屯田戍边”之策，

“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这一政策为历代沿袭和发扬。石河子
一带大概于唐、清两代成为中央政权
主导的屯垦开发重地。大量屯户进入
石河子，带去了铁犁铧、牛耕以及灌
溉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与
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协作、互通
有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
经济发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
由此得到深化。

贸易往来丰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石河子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关
键节点，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转
站。石河子在唐朝时地处北道交通要
冲，是清海镇的治所。清代，这里已
经发展成为服务北道交通往来的补给

要地，无数的商队、使者、军卒经此
东去西往。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
等商品与西域的珠宝、香料、马匹等
在此完成了空间上的交换，极大地丰
富了东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同
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心
心相通。

构建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的战略要地

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高度
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通过设立行政
机构、推行屯垦戍边政策，将石河子
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体系。石河子历
经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元朝别失八里等处宣慰司，以及清朝
伊犁将军等中央政权的管辖。这种中
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相结合、军事管理
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既确
保了中央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又充分
调动了当地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治理、
保持边疆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
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
化交流，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
治格局的形成。

在军事防御方面，石河子地区至
今还保留着一座清代所建的烽火台
——山丹湖烽火台。这座烽火台呈覆
斗形，高 3.5 米，由黄土夯筑而成。
根据 2014 年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清代烽火
台的分布线路共有三条：北线烽火台
的走向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北道基本吻
合，而石河子境内的山丹湖烽火台是
这条道路的重要节点。这座烽火台不
仅体现了石河子在交通和军事领域中
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这一
地区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边疆稳
定所构筑的重要防线。

在抗击外敌入侵方面，包括石河
子地区在内的新疆各民族展现出忠诚
勇敢的爱国精神。1870年，阿古柏率
浩罕军侵占乌鲁木齐后，又袭取玛纳
斯河东西一线。当地民众在首领赵兴
体等人组织下成立民团，在北沙山子
（今莫索湾）修筑城堡多座，边耕边
防，长期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其活
动范围以西营城（今石河子境内）为
中心，东起马桥子城（今呼图壁芳草
湖），西至小拐一带，与其他几支民
团组成了一道共御外敌入侵的牢固防
线。赵兴体所部虽为民团性质的地方
武装，但在驻疆清军几度惨败溃散、
玛纳斯河流域几乎没有常驻官军的情
况下，浴血奋战，屯垦练兵前后 10
余载，成为当地抵御外侵、保卫家园
的一支主力军。1876年，他们配合入
疆剿匪的左宗棠部一举收复了玛纳斯
县城。这一壮举彰显了石河子各族人
民不屈不挠、团结一心的爱国精神，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诸多海外
汉学家如同一条条纽带，连通中外文
化，并将古今中外交织成网，缀上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之花，尤其
在让世界各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是
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真正读懂
中国方面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译典籍，让世界认识中国。典籍
记录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
其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译介不仅是中
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题中之义。
典籍外译最早溯至 16 世纪，至今已
有 400 余年的历史，作为“中学西
传”的核心议题，其内容涉及文化类
和科技类，其文本包括汉语典籍及少
数民族文献。当对外译书目进行统计
时会发现，汉学家一直是中国典籍外
译的主力，从最早的来华西人如利玛
窦、罗明坚等到近现代专业汉学家儒
莲、卫礼贤等，他们或节译或全译，
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译成多种
西方语言，西译的典籍为启蒙运动和
浪漫主义提供养料，并为西人认识中
国奠定文本基础。

相较于中国译者，海外汉学家的
译介行为属于典籍翻译中的“译入”，
凭借着对目的国语言、文化及读者特
征的了解，他们的文本选择、译介策
略及出版形式较少出现“水土不服”
的状况，较大程度提升了中国文化的
传播效率和影响范围。汉学家的“译

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译出”，好比
中国典籍译介的一对翅膀，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
自觉和本土立场的前提下，将本土的

“译出”与汉学家的“译入”密切结
合，并在语种、选材、出版、传播等
方面相互配合，才可实现中国典籍外
译的“一体两翼”协同发展。

授汉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王国
维曾提到“言语者，思想之代表
也”，汉语书写中国文化，传承中华
文明。对于汉学家来说，汉语更是讲
述中国的重要工具。为了学习和教授
汉语，他们或编纂词典或研究语法或
撰写教材。他们不仅通过理论和实践
在形、音、义等方面发现汉语的新特
质，还是中国方言、谚语、俗语的记
录者和使用者，他们“由古至今，从
文到语”的汉语观拓宽了历史比较语
言学和汉语本体研究的范畴。

另外，海外汉学从研究汉语汉字
开始，并通过教授汉语汉字进行身份
界定和代际建设。从法兰西学院到各
个国家的汉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中
国研究所等，汉语课程的设立和讲授
是其发展的基础和重点。当代汉学家
多是一方面投身中国文化研究，一方
面致力汉语教学，并在推动汉语的学
科化、本土化和社会化方面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和意大利已将汉
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制定了汉语
教学大纲及教材，促进了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化建设，同时还就

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教学模式的本
土化进行探索，这背后离不开本国汉
学家如白乐桑、马西尼的支持和努
力。再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例，他
曾在哥德堡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
授汉语，并面向公众出版汉语入门书
籍《中国语与中国文》。该著作以不
同语种再版多次，打破了汉学的专业
壁垒，推动了汉语的国际化进程，为
普通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开辟
了更多的空间。

总的来说，汉学家们将对汉语的
学习和研究落脚在汉语讲授中，为国
际中文教育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也是培养青年汉学家、促进汉学蓬勃
发展的关键。

研学术，让世界读懂中国。海外
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常被视为“他山
之石”，不仅在异域垒石成山，展现
中华巍峨之貌，还能以石琢玉，助力
本土学者反思、拓展传统的学术边
界。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虽
浮光掠影，却凭借对中国地理及物质
的记录进一步打破了欧洲自希罗多德
时期对中国的“赛里斯”想象。之后
旅华的商贾、使节和游人则开始结合
实地经历和书籍信息为欧洲描绘了更
为翔实且具体的中国形象，像加斯
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便是欧
洲学者撰写、叙述中国的案头必备。

17 至 18 世纪被荷兰汉学家许理
和称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
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

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
话”。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之前简单
零散的记录和描述阶段后，早期的汉
学家开始在真正意义上研究中国，包
括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科学艺术等，中国知识也由此源源不
断地进入欧洲，成为欧洲社会思想及
政治制度重构过程中常常借鉴的“中
国之镜”。19世纪专业汉学兴起，汉
学家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及研究则过渡
到学院派模式，主要特点是补充研究
资料、创新研究方法及转换研究视
角，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中国
知识全球化内涵就此体现，本土学者
也借此“异域之眼”，丰富并滋养了
中国学术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在
进行汉学研究时，或多或少会受到文
化差异及文化隔膜的影响，进而不可
避免产生一些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和
现实情况的主观判断和研究结论。这
便要求中国学者在同汉学家对话时，
拥有鉴别能力、坚持扬弃态度，这也
正是国内开展海外汉学研究的现实意
义，即真正实现中国学术与海外汉学
研究的良性互动，通过互鉴推动文明
共生。


